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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文章基于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７ 年欧洲 ３１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 ２００８ 年国

际金融危机以来民粹主义兴起对执政党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 研究发现：当民粹主义的流行程度达到

２９％ ～３３％时，右翼政党的贸易政策选择会发生转变，从贸易开放转向贸易保护，但当左翼政党执政时，这种

贸易政策的转变趋势并不显著。 就民粹主义动因的潜在影响而言，与由社会文化因素导致的右翼民粹主义相

比，经济因素导致的左翼民粹主义更容易裹挟执政党，扭转其贸易政策选择。 进一步研究发现，２００８ 年国际

金融危机后，民粹主义对执政党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并不会因为一国的资本—劳动比这一禀赋条件的变化而

变化，它已经成为一个独立于禀赋条件的影响因素。 这对于我国研判对外贸易的政治风险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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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瑞典智库 Ｔｉｍｂｒｏ 发布的《民粹主义指数报告》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表

明：２０１９ 年，在欧盟２７ 个成员国当中，有 １１ 个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或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占整个欧盟成员国的４０％ ；自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

融危机以来，在整个欧洲得票率最高的 ５５ 个民粹主义政党中，有 ３９ 个在 ２０００ 年之前就已经建立。 这说明，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持续

上升。 参见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ｉｎｄｅｘ． ｃｏｍ ／ 。

一、引　 言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民粹主义在欧洲再度兴起①。 这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一直存在于欧

洲各国的政治体系当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政治角色（Ｋｅｓｓｅｌ，２０１４）。 当主流政党脱离公民控制却又合

法地掌握国家权力时，其民意代表功能大为削弱。 政党代表性断裂和代表功能萎缩催生了各种社会组

织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民粹主义政党借此与其他社会组织竞争代理民众诉求，成为冲击主流政党传统

地位的一股力量（Ｃａｒａｍａｎｉ，２０１７；汪晖，２０１４；高春芽，２０２０）。 与 ２０ 世纪末拉美地区兴起的民粹主义相

比，本轮民粹主义浪潮主要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民主国家，从而打破了学术界已有的认识，即民

粹主义不再只是“弱制度”国家的产物，且与一国的财富水平也不存在直接联系。 那么，民粹主义的兴

起对原有的政党体制会带来怎样的冲击？ 这种冲击又会如何作用于执政党的贸易政策决定？
对于一国贸易政策选择，经典的理论解释是：在特定政治偏好的影响下，执政党会基于政党 ／集团利

益最大化的考虑，结合国内资本—劳动比这一禀赋条件来选择贸易政策（Ｄｕｔｔ ＆ Ｍｉｔｒａ，２００５）。 然而，这
种静态政治偏好的经典解释无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即主流政党虽然可以不去关注民粹主义改变主

流政党利益偏好的可能，但它们却能通过影响选票来打破主流政党轮换的秩序，从而导致原来的利益偏

好在贸易决策中难以发挥作用。 有研究认为，民粹主义会促使主流政党短期内采取提升贸易壁垒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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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来实现收益的再分配，从而使后者不调整政治偏好以巩固自身利益（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１８）。 以此推断，在大

选年前后，主流政党在贸易政策选择上会发生短暂改变。 然而，这一研究以拉美国家贸易政策选择的经

验为基础，并且设定主流政党只会在大选年前后迎合民粹主义来争取选民支持，与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

机以来欧洲的经验事实并不吻合。 而且在实证研究中也发现，即便控制政党 ／集团利益的变量，同时设

定民粹主义受欢迎程度在大选年与间隔年之间存在一个衰变周期，依然能发现主流政党在间隔年也存

在调整政治偏好的可能。
此外，本文还关心传统的贸易理论尤其是经典的 Ｈ － Ｏ 框架是否会干扰民粹主义对主流政党贸易

政策选择的影响，民粹主义对执政党贸易决策的约束力能否游离于资本—劳动比这一经典假设之外，成
为独立的决策变量，以及在民粹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各国的禀赋结构是否继续发挥作用。 为此，本文利用

欧洲 ３１ 个国家①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７ 年的经验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对上述问题的进行探索。

二、制度背景与文献回顾

（一）民粹主义兴起与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操作

自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遭受重创，南北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也随之愈演愈

烈。 这种冲突最大的表现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而一贯主张自由

贸易和市场开放的发达经济体却由全球化的引领者变为“逆全球化”的倡导者（董琴，２０１８；佟家栋等，
２０２０）。 根据全球贸易预警数据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ｌｔｅｒ，ＧＴＡ）提供的新增贸易壁垒数量可以

发现，２００８ 年以来，全球围绕商品、技术和服务贸易新增的管制措施对贸易总额的平均覆盖率保持年均

２３％的增速，其中又以 ＯＥＣＤ 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设置的壁垒占主体，其平均增速超出非 ＯＥＣＤ 国

家约 ５ 个百分点（见图 １）。

图 １：全球新增贸易壁垒平均覆盖率（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 年）

与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操作平行的是民粹主义在北美和欧洲的大范围兴起。 瑞典智库 Ｔｉｍｂｒｏ 发布

的 ＴＡＰ 指数（Ｔｈｅ Ｔｉｍｂｒｏ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表明，２００８ 年以来，全球民粹主义指数从危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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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研究样本集中在西欧，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
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西
班牙、瑞典、瑞士、英国，除罗马尼亚、塞浦路斯和马耳他外，其余国家均为 ＯＥＣＤ 成员国。



１５. ３％攀升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３％ ，年均增速为 ３. ５％ ，民粹主义政党的受欢迎程度达到了二战后的最高水

平。 同时，右翼民粹主义要比左翼民粹主义更受欢迎，这与 ２０ 世纪拉美地区左翼民粹主义的流行形成

了鲜明对比（见图 ２）。 民粹主义的兴起已不只是一股社会思潮，更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影响着全球

的政治与经济格局。 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操作，其中也掺杂着国内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影响。

图 ２：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１９８０ ～ ２０２０ 年）

（二）文献回顾：贸易政策选择的理论逻辑

无论是经典的斯密—李嘉图模型、Ｈ － Ｏ 模型，还是战后的新贸易理论，都主张国家基于自身经济

运行特征，包括禀赋结构、技术特征、规模报酬等展开贸易，推动经济全球化（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１；Ｍｅｌｉｔｚ ＆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２００８）。 但事实上，国家之间的贸易从来不能脱离政治因素的制约，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对政

治因素的考量会远超经济效率。
斯托尔帕和萨缪尔森（Ｓｔｏｌｐｅｒ ＆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１９４１）基于 Ｈ － Ｏ 框架认为，为了保护本国劳动者利益，

资本密集型国家存在对进口的劳动要素密集型商品提高关税的激励。 琼斯与沙因克曼 （ Ｊｏｎｅｓ ＆
Ｓｃｈｅｉｎｋｍａｎ，１９７７）、尼亚里（Ｎｅａｒｙ，１９７８）进一步拓展和完善了 Ｈ － Ｏ 框架，从贸易利益的国别分配角度

证明国家存在提高贸易壁垒的行为激励。 依此分析，无论是出于保护本国劳动者利益的目的还是确保

贸易利益分配的目的，政府只需从经济意义上的成本—收益进行权衡进行决策就可以了，国内政治因素

在这一过程中并不发挥作用，但这显然无法解释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操

作（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１８）。
政治经济学中的贸易选择理论将政治决策过程纳入贸易政策选择的分析中，弥补了上述研究的不

足。 这类文献多以政党竞争为出发点，借鉴中间选民定理的单峰偏好假设，在 Ｈ － Ｏ 模型或特定要素模

型的框架下进行分析。 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强调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和政治献金的影响；另一

类强调多数表决规则下中间选民趋同在贸易政策选择时的作用。 在这种解释模型中，对于资本或劳动

要素的供给者而言，执政党并不存在对某一供给方独特的寻租动机与游说能力，而是拥有相对静态的政

治偏好，即在维护代表选民利益取向上始终保持稳定。 也正如此，这类解释模型与现实中政党竞选目标

仍存在一定差距，政策选择只能视为无中间选民趋同或利益集团影响的结果。
无论是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还是中间选民趋同干预的政策选择，都设定主流政党为代表性组织，

出于构建普遍共识和回应利益群体的诉求来制定政策（Ｋａｔｚ ＆ Ｍａｉｒ，１９９５）。 然而在金融危机之后，新闻

传媒的大众化和网络化大幅提升了非利益集团选民的组织动员能力，集体行动成本也大幅降低，民众因

而能够广泛地参与到政治过程中。 同时，政党国家化带来的同质性政治偏好与代表性缺位，使非利益集

团选民参与政治过程的诉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从而转向支持组织动员和诉求回应能力相对较高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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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主义政党（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２０）。 因此，仅仅从设定好的主流政党政治偏好来理解贸易政策选择，无法完全

解释危机之后民粹主义在国家贸易政策选择中的作用。
就非利益集团如何影响贸易政策而言，欧洛克和泰勒（Ｏ'Ｒｏｕｒｋｅ ＆ 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０６）发现，占人口绝大

多数的工人会“绑架”政府的贸易政策选择：如果工人在贸易中受益，政府就倾向于促进自由贸易，否则

将提高贸易壁垒。 斯切夫和斯劳特（Ｓｃｈｅｖｅ ＆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２００４）发现，经济全球化对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

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和就业质量带来了负面影响，使工人产生了“经济不安全感”，他们也成为左翼民

粹主义兴起和贸易干预政策的重要支持者。 除此之外，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击导致那些即便在经济上

未遭受冲击的保守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转而支持民粹主义政党，进而影响了执政党的政策选择（Ｒｏ⁃
ｄｒｉｋ，２０１８）。 依此分析，民粹主义也会成为非利益集团群体的代表，对主流政党选择贸易政策施加制

约。 阿西莫格鲁等（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通过构建贝叶斯博弈模型，描述了民粹主义对主流政党政策

选择的影响机制，弥补了经典贸易选择理论中对政党偏好静态假定的不足，提出政党的初始偏好会受到

民粹主义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但该研究假定执政党中立的初始偏好，虽符合主流政党趋向中间选民的

规律，但与现实中左右翼政党仍然存在偏好差异的现象不符。 因此，该框架也无法推断当给定主流政党

不同政治偏好时，民粹主义政党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并且该模型未能提供相关经验证据。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为了检验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民粹主义力量如何裹挟执政党进行贸易政策抉择，本文利用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７ 年欧洲 ３１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设置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Ｂａｒｒｉｔ ＝ β０ ＋ β１ Ｉｄｅｏｉｔ ＋ β２ Ｉｄｅｏｉｔ × Ｔａｐｉｔ ＋ β３ Ｔａｐｉｔ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ηｉ ＋ ζｔ ＋ εｉｔ （１）

　 　 式（１）中被解释变量 Ｂａｒｒｉｔ为 ｉ 国 ｔ 年的贸易政策选择。 衡量一国贸易政策常用的指标包括关税、贸
易依存度等。 而本文涉及的国家很大一部分是关税水平接近的欧盟成员国，通过关税水平无法进行因

果识别。 此外，经济体量和对外依存度会共同影响进出口贸易价值，经济总量越大的国家越有可能设置

更多的贸易壁垒，因此，研究也排除了贸易依存度这一指标。 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逆全球化的操作

手段变得更加隐蔽，贸易壁垒更为技术化，传统的测度方式已经无法有效描绘贸易壁垒呈现的新特征，
加上统计口径上存在的测度误差会影响估计质量。 因此，本文根据全球贸易预警数据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ｌｔｅｒ，ＧＴＡ）提供的贸易壁垒覆盖率来反映国家的贸易政策选择，其中记录了自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以来全球 １８８ 个国家、地区和组织实施的贸易壁垒措施导致的双边商品贸易额的变化，并据此测算国

家的贸易壁垒覆盖率。 其计算公式为：贸易壁垒覆盖率 ＝受贸易壁垒影响的年贸易额 ／年总贸易额。 比

值越大，说明该国设置了越多的贸易壁垒。
Ｉｄｅｏｉｔ是执政党在政治光谱中的位置，用于反映其政治偏好。 该数据来自 ＰａｒｌＧｏｖ 数据库（Ｐａｒｌｉａ⁃

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其中收录了欧盟和大多数 ＯＥＣＤ 国家执政党的政治光谱信息（ Ｉｄｅｏ１），
并从 ０ 到 １０ 进行取值，取值越大说明该执政党的右翼特征更为鲜明，取值越小则说明该执政党更加靠

近左翼。 此外，我们还根据该数值是否超过 ５ 来设置虚拟变量，以此来捕获执政党的政治偏好（ Ｉｄｅｏ２）。
当光谱值小于 ５ 时，Ｉｄｅｏ２ 取值 １，表示执政党为左翼政党，否则取值 ０，代表由右翼政党执政①。

Ｔａｐｉｔ是民粹主义的活跃程度。 民粹主义的活跃程度可以通过民粹主义政党的数量、民意支持率以

及大选中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率来衡量。 相比政党数量和民意支持率，大选中的得票率更加客观，能够

反映政党的真实影响力（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１８）。 本文采用 Ｔｉｍｂｒｏ 发布的 ＴＡＰ 指数来衡量。 考虑到民粹主义政

党同样有左右之分，回归分析当中进一步区分了左翼民粹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 为了数据的平稳性，本
文采用以下两种方法对大选间隔年的 ＴＡＰ 指数进行插补：（１）计算两次相邻大选年的 ＴＡＰ 指数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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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用来拟合间隔年民粹主义活跃程度的增长 ／衰变过程，以此插补间隔年的民粹指数。 此时，分别用

Ｔａｐｉｔ、Ｒｔａｐｉｔ、Ｌｔａｐｉｔ表示所有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受欢迎程度；（２）用上一大选年的

ＴＡＰ 指数表示获胜政党执政期间（间隔年）民粹主义的受欢迎程度。 此种方法下，民粹主义、右翼民粹

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的受欢迎程度分别用＿Ｔａｐｉｔ、＿Ｒｔａｐｉｔ、＿Ｌｔａｐｉｔ表示。 研究根据第一种插补方法进行基

准回归，利用第二种插补方法进行稳健型检验。
Ｉｄｅｏｉｔ与 Ｔａｐｉｔ的乘积反映了民粹主义裹挟执政党，通过扭曲政治偏好对贸易政策选择带来的影响。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是一系列影响贸易政策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资本—劳动比（ｋｌ＿ａｄ）、失业率（Ｕｅｍｐ），进口增速

（ Ｉｍｐｒ），贸易赤字（Ｔｒ＿ｄｅｆｉｃｉｔ），贸易渗透率（Ｐｅｎｅ）等。 此外，参照已有研究（Ｇｉｕｌｉａｎｏ ＆ 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２０２０；
林雨晨、席天扬，２０２０），本文还将欧洲社会调查（ＥＳＳ）数据库中民众对于移民文化影响的态度评分

（Ｃｕｌ）和民众对贫穷国家移民的态度评分（Ｅｃｏ）作为工具变量，来处理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文中资本—劳动比采用 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ｂｌｅ 数据库提供的每万名工业从业人员所拥有的资本存量来

表示，失业率、进口增速、贸易赤字情况、贸易渗透率等数据均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见表 １。

表 １：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含义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Ｂａｒｒ 贸易政策选择 ２７９ ０． １３ ０． １２ ０ ０． ４３
Ｔａｐ
＿Ｔａｐ

民粹主义支持率
２７９ ０． ２ ０． １５ ０ ０． ６８
２７９ ０． １９ ０． １５ ０ ０． ７

Ｌｔａｐ
＿Ｌｔａｐ

左翼民粹支持率
２７９ ０． ０６ ０． １ ０ ０． ４２
２７９ ０． ０６ ０． ０９ ０ ０． ４５

Ｒｔａｐ
＿Ｒｔａｐ

右翼民粹支持率
２７９ ０． １３ ０． １４ ０ ０． ６８
２７９ ０． １３ ０． １４ ０ ０． ７

Ｉｄｅｏ１
Ｉｄｅｏ２

政治偏好
２７９ ５． ８１ １． ７７ ２． ６２ ８． ６８
２７９ ０． ３３ ０． ４７ ０ １

ｋｌ＿ａｄ 资本—劳动比 ２７９ １７８． ７９ ９０． ８ ２７． ４４ ４３９． ２４
Ｕｎｅｍｐ 失业率 ２７９ ０． ０９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２６
Ｉｍｐｒ 进口增速 ２７９ ０． ０１ ０． １５ － ０． ３９ ０． ３９
Ｔｒ＿ｄｅｆ 贸易赤字 ２７９ １． ３６ ４． ７６ － １０． ３１ １２． ４８
Ｐｅｎｅ 贸易渗透率 ２７９ ０． ４３ ０． ２ ０． １９ ０． ９

Ｃｕｌ 国民对移民文
化影响的态度

２５２ ５． ４６ ０． ９５ ３． ０ ７． ２８

Ｅｃｏ 国民对贫穷
国家移民的态度

２５２ ２． ５５ ０． ３７ １． ７５ ３． ４６

由表 １ 可知，贸易政策选择的均值为 ０. １３，最大值为 ０. ４３，说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的逆全球化

操作处于较高频率，平均贸易壁垒的覆盖率为 １３％ ，最高时达到了 ４３％ 。 从标准差和最值上能够推断，
欧洲内部也存在差异，各国执政党未必会选择相似的贸易政策。 政治偏好的均值为 ５. ８１，表明多数国

家政党政治偏好处在政治光谱的中心地带，主流政党具有向中间选民倾斜的政治偏好。
表 ２ 的相关系数矩阵能够进一步直观反映变量的关联程度。 其中，ＴＡＰ 指数与贸易壁垒之间呈现

统计上的正相关关系。 其他变量相关系数较小，说明回归模型无须顾及多重共线性对回归精度带来的

负面影响。 另外，民众对移民文化影响的态度评分与左翼民粹主义有较强的相关性，而与贸易壁垒相关

系数接近于 ０，因此，将其作为工具变量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上述推断仅为相关性分析，因果联系还需

要严谨的计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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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Ｂａｒｒ Ｔａｐ ＿Ｔａｐ Ｌｔａｐ ＿Ｌｔａｐ Ｒｔａｐ ＿Ｒｔａｐ Ｉｄｅｏ１ Ｉｄｅｏ２ ｋｌ＿ａｄ Ｉｍｐｒ Ｐｅｎｅ Ｔｒ＿ｄｅｆ Ｕｅｍｐ Ｃｕｌ Ｅｃｏ
Ｂａｒｒ １
Ｔａｐ ０． １８ １
＿Ｔａｐ ０． １３ ０． ９６ １
Ｌｔａｐ ０． １１ ０． ４５ ０． ３９ １
＿Ｌｔａｐ ０． １１ ０． ４１ ０． ４０ ０． ９６ １
Ｒｔａｐ ０． １１ ０． ７８ ０． ７８ － ０． ２２ － ０． ２０ １
＿Ｒｔａｐ ０． ０６ ０． ７５ ０． ７９ － ０． ２４ － ０． ２２ ０． ９８ １
Ｉｄｅｏ１ － ０． ０３ － ０． ００ － ０． ００ － ０． ０７ － ０． ０６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１
Ｉｄｅｏ２ ０． ０２ － ０． ０１ － ０． ０２ ０． ０５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６ － ０． ９２ １
ｋｌ＿ａｄ － ０． ０３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３８ ０． ３５ － ０． ２１ － ０． ２０ ０． ０８ － ０． ０９ １
Ｉｍｐｒ ０． ０８ ０． ００ ０． ０１ － ０． ０７ － ０． ０６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０． ０９ － ０． ０８ － ０． ０２ １
Ｐｅｎｅ ０． ０３ ０． ０８ ０． ０９ － ０． ２７ － ０． ２５ ０． ２８ ０． ２７ － ０． ０２ ０． ００ － ０． ３５ ０． １５ １
Ｔｒ＿ｄｅｆ －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３ － ０． １８ － ０． １７ ０． １４ ０． １５ ０． ０９ － ０． ０９ ０． ３０ ０． ０６ ０． ０５ １
Ｕｅｍｐ ０． １２ ０． １１ ０． ０８ ０． ４４ ０． ４１ － ０． ２０ － ０． １９ ０． ００ ０． ０３ ０． ０９ － ０． ０１ － ０． １２ － ０． ３３ １
Ｃｕｌ － ０． ００ － ０． ３９ － ０． ３８ － ０． ４９ － ０． ４７ － ０． ０６ － ０． ０７ ０． １２ － ０． １４ ０． ０３ ０． ０３ － ０． １８ ０． ３５ － ０． ２８ １
Ｅｃｏ ０． ０２ ０． ４０ ０． ４１ ０． ２８ ０． ２６ ０． ２４ ０． ２４ ０． ０４ － ０． ０４ － ０． １６ － ０． ０３ ０． ３３ － ０． ３５ ０． ３１ － ０． ７７ １

四、回归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研究首先单独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估计，并控制单向的个体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见表 ３ 第（１）（２）
栏。 考虑到共同的外生冲击，在单向固定效应模型基础上增加了个体的时间变化趋势。 同时，为了处理

模型自带的异方差，以及由于解释变量持续性影响产生的组内序列自相关问题，研究采用聚类稳健标准

误替代传统的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得到表 ３ 第（３）栏的估计结果。 引入控制变量，同时控制时间与个体

双向固定效应并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得到表 ３ 第（４）栏的估计结果。

表 ３：基准回归结果

（１）
Ｂａｒｒ

（２）
Ｂａｒｒ

（３）
Ｂａｒｒ

（４）
Ｂａｒｒ

（５）
Ｂａｒｒ

（６）
Ｂａｒｒ

Ｔａｐ ０． ３９１４∗∗∗

（０． １００７）
－ ０． ２７２９
（０． １８４９）

－ ０． １７７９∗∗

（０． ０８０２）
－ ０． ２１８１∗

（０． １１３１）
０． １６３２∗

（０． ０９２６）
０． １９３５∗

（０． １０９２）

Ｉｄｅｏ１ － ０． ０３４３∗∗∗

（０． ００７６）
－ ０． ０１６６∗∗∗

（０． ００５８）
－ ０． ０１６４∗∗∗

（０． ００５４）

Ｔａｐ × Ｉｄｅｏ１ ０． ０１６６∗∗∗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５００∗∗∗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５６４∗∗∗

（０． ０１７３）

Ｉｄｅｏ２ ０． ０５１１∗∗

（０． ０２２０）
０． ０５５３∗∗

（０． ０２０８）

Ｔａｐ × Ｉｄｅｏ２ － ０． １６０７∗

（０． ０８３４）
－ ０． ２２５８∗∗∗

（０． ０７１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Ｎ Ｎ Ｙ Ｙ Ｙ Ｙ

Ｎ ２７９ ２７９ ２７９ ２７９ ２７９ ２７９
Ｒ２ ０． ０５７７ ０． １３１７ ０． ７４８９ ０． ７６０８ ０． ７４６８ ０． ７６１５

　 　 注：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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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至第（４）栏的回归结果表明，在不控制任何因素时，民粹主义的兴起能显著提升一国的贸易

壁垒水平；交互项估计系数符号显著为正，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参数符号相反，说明民粹主义与执政

党的政治利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交互效应。 引入控制变量之后拟合优度提高，基本结论仍然成立。 政

治偏好 Ｉｄｅｏ１ 的系数显著为负，符合杜特和密特拉（Ｄｕｔｔ ＆ Ｍｉｔｒａ， ２００５）的推断，即政治立场越靠右的政

党，执政期间的贸易壁垒越低；但加入交互项系数以后显示，随着民粹主义受欢迎的程度提高，这一负效

应参数绝对值将逐渐减小并不断接近 ０，存在由负变正的可能，这将在边际效应分析部分作进一步

讨论。
对于 ３１ 个样本国家而言，根据平均政治偏好和估计参数可以测算出民粹主义与政治偏好之间的交

互效应，为 ０. ０５６４ × ５. ８１ ＝ ０. ３２７７，加上负的直接效应 ０. ２１８１，得到民粹主义对贸易壁垒的总效应为

０. ３２７７ － ０. ２１８１ ＝ ０. １０９６。 这表明，民粹主义对执政党贸易政策选择存在显著影响，其活跃程度每提高

１ 单位，贸易壁垒覆盖率提升 ０. １０９６ 单位。 结合贸易壁垒和民粹主义政党得票率的取值范围，可以利

用平均统计量更加直观地表达这一估计结果：当民粹主义支持率每提高 １０ 个百分点，贸易壁垒覆盖率

提高 １. １ 个百分点；当民粹主义支持率从 ０. ２ 增加至 ０. ３，会导致贸易壁垒覆盖率由 ０. １３ 提高至 ０. １４，
上升 ７. ６９％ 。 可以推断，民粹主义兴起会促使欧洲国家的执政党们选择贸易保护措施，通过增设壁垒

来拉拢国内非利益集团选民的支持。
当然，上述结果是按照连续型的 Ｉｄｅｏ１ 估计的结果，还可以使用离散型 Ｉｄｅｏ２ 代理执政党的政治偏

好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３ 第（５）（６）栏。 其中，第（５）栏未引入控制变量。 由于 Ｉｄｅｏ２ 的取值方向与

连续型政治偏好 Ｉｄｅｏ１ 刚好相反，因此，Ｉｄｅｏ２ 和交互项的估计参数也会与采用 Ｉｄｅｏ１ 时的估计参数相反。
估计结果表明，直接效应和交互效应作用相反，民粹主义对贸易壁垒带来的总效应仍然为正，再一次印

证了上文的分析结论。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两个方面来检验估计结论的稳健性：一是根据第二种测度民粹主义受欢迎程度的结果，用来

替换基准回归当中的第一种测度方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４ 第（１）栏；二是利用工具变量来处理模

型设计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通过参考已有研究，选择移民冲击的代理变量来作为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见

表 ４ 第（２）（３）栏。
第一种方法的估计结果显示，除直接效应不显著外，交互项与政治偏好都有较高的显著性，参数符

号与基准模型保持一致。 因此可以认为，模型设定对于数据填补方法的差异并不敏感，基准回归模型是

稳健的。
本文的内生性问题源自三个方面：一是民粹主义的活跃度本质上是不可观测的，使用民粹主义政党

的支持率作为代理变量只能一定程度上测度一国民粹主义的活跃度，因此存在测量偏误的可能性。 二

是由于反向因果关系的存在，体现在本研究中表现为贸易冲击本身是民粹主义尤其是左翼民粹主义受

欢迎的一个原因，而贸易冲击又会影响一国最终的贸易政策。 因此，前期的贸易政策与民粹主义受欢迎

程度之间呈现双向因果关系。 三是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带来的变量遗漏问题。 许多影响贸易政

策的因素与同期特定贸易状况、宏观经济政治状况相关，而这些因素难以观测并反映在模型当中，如利

益集团带来的影响等。 利益集团通过寻租和政治献金等获得特定产业保护，从而可以不必利用民粹主

义政党而对贸易壁垒施加影响，而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对主流政党所施加的影响也有可能激起更多的

民粹主义情绪。 因此，如果遗漏了共同影响贸易政策选择和民粹主义的这一因素，会导致模型的外生性

假定不被满足。
利用工具变量是化解内生性常用的办法。 已有文献认为，西欧国家民粹主义支持率的上升是由外

来移民问题所致（Ｇｉｕｌｉａｎｏ ＆ 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 ２０２０），林雨晨和席天扬（２０２０）的研究也证明了移民带来的文化

冲击会导致民粹主义兴起，并且与贸易冲击相互分离。 基于上述观点，我们从欧洲社会调查中选择各国

民众对移民文化影响的态度评分（Ｃｕｌ）和对贫穷国家的移民态度评分（Ｅｃｏ）测量移民冲击，将其作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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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主义的工具变量，以解决模型自带的内生性问题。
移民文化影响的态度评分（Ｃｕｌ）衡量了民众的排外情绪，这种情绪正是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主要动

因。 虽然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并不直接与排外情绪相联系，但是他们为了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争夺选民，
也会制定类似纲领，因此，这一变量和左翼民粹主义活跃度之间也高度相关，能够间接衡量整体民粹主

义活跃度。 另外，移民带来的文化冲击与金融危机产生的贸易冲击和利益集团对贸易决策的影响无关，
和贸易壁垒的水平也没有直接关系，满足作为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约束条件。 在通过两阶段估计之后，我
们采用有限信息极大似然法（ＬＩＭＬ）进行内生性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４ 第（２）栏。

为了考察移民冲击的相关变量外生性是否稳健，研究进一步利用民众对移民文化影响的态度（Ｃｕｌ）
和对贫穷国家移民的态度（Ｅｃｏ）构造工具变量向量组，以此同时捕获移民对本国带来的文化冲击和经

济冲击。 考虑到此时外生性矩条件大于内生变量个数，因而采取两阶段广义矩估计（ ｔｗｏ － ｓｔｅｐ ＧＭＭ），
估计结果见表 ４ 第（３）栏。 其中，Ｈａｎｓｅｎ Ｊ 统计量值为 ０. ２３６，ｐ 值为 ０. ８８，因此没有充分理由拒绝外生

性原假设，通过过度识别检验。 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和基准模型的方向一致，说明即便排除潜在的内生

性问题之后，基准回归的结果依旧稳健。

表 ４：稳健性估计结果

替换解释变量 工具变量

（１）
Ｂａｒｒ

（２）Ｂａｒｒ
ＩＶ ＬＩＭＬ

（３）Ｂａｒｒ
ＩＶ ＧＭＭ

＿Ｔａｐ － ０． １５７４
（０． ０９５７）

Ｔａｐ － ０． ６０７１∗

（０． ３５９６）
－ ０． １８５６
（０． １６３５）

Ｉｄｅｏ１ －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０５９）
－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０３３）
－ ０． ０１９９∗∗∗

（０． ００４９）

＿Ｔａｐ × Ｉｄｅｏ１ ０． ０４０５∗∗

（０． ０１９７）

Ｔａｐ × Ｉｄｅｏ１ ０． ０５８５∗

（０． ０３４３）
０． ０６６８∗∗∗

（０． ０２０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

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７９ ２５２ ２５２
Ｒ２ ０． ７４５２ ０． ８３０２ ０． ８４４０

五、民粹主义作用的边际效应分析

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显示了民粹主义对贸易政策选择存在两方面的影响，分别是 β３ 和 β２ Ｉｄｅｏｉｔ。
我们可以通过绘制边际效应图来进一步揭示民粹主义如何作用于执政党的贸易政策选择。 图 ３ 显示了

在政治偏好不同时民粹主义流行程度对贸易决策带来的边际效应。 其中，左图是连续型政治偏好时民

粹主义对贸易政策选择的边际效应，右图是离散型政治偏好时民粹主义的边际效应。
连续型政治偏好的边际效应图表明，当 Ｉｄｅｏ 越小，即执政党左翼倾向更加明显时，民粹主义对贸易

壁垒的边际效应越不显著；相反，Ｉｄｅｏ 越大，民粹主义越容易裹挟执政党进行贸易政策选择。 当 Ｉｄｅｏ ＝
３. ６ 时，民粹主义的边际效应由负数转为正数，到 ５. ９ 时则呈现出 １０％水平上的正向影响。 而右侧离散

型的边际效应图进一步印证上述结论：在执政党为左翼政党时，民粹主义活跃程度的边际影响不显著，
且接近 ０；当执政党为右翼政党时，民粹活跃度的边际影响在 ８％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由此可以发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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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民粹主义对贸易政策的边际效应分析

粹主义对贸易壁垒的正向作用存在异质性，受执政党的政治偏好影响，它对左翼执政党的贸易政策选择

作用不显著，对右翼执政党的作用显著。
既然民粹主义对贸易决策的影响会因执政党左翼、右翼的政治偏好而呈现出异质性，且主要改变右

翼政党的贸易政策选择，那么，民粹主义兴起是否会改变右翼执政党原有的贸易政策偏好呢？ 为回答这

一问题，我们进一步以民粹主义指数为横轴，绘制边际效应图来分析民粹主义兴起如何扭转执政党的政

治偏好。 考虑到离散型政治偏好时民粹主义效应不满足可导连续性，我们只考虑连续型政治偏好下的

边际效应，如图 ４ 所示。 左图为未引入控制变量的边际效应图，右图加入了控制变量来保证稳健性。 结

合边际效应图测算，当民粹指数在 ２９％ ～ ３３％前后，政治偏好对贸易壁垒的边际效应由负数转为正数，
说明此时民粹主义能够扭转执政党的政治偏好，由贸易开放转向贸易保护。

图 ４：民粹主义扭曲政治偏好作用的边际效应

六、民粹动因与禀赋条件的异质性影响

（一）民粹主义动因的异质性影响

以上分析表明，民粹主义在贸易政策议题上与左翼政党构成平行关系，而与右翼政党构成竞争关

系，这符合政治学中的一般观点，即民粹主义在经济议题上更偏向左翼执政党（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１８）。 并且当

民粹主义的受欢迎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就能扭转执政党的政治偏好来影响其贸易政策选择。 然而，上
述结论并未对民粹主义的动因进行分析，所以只能得到一个呈现差异化的经济现象，却无从理解背后的

作用机制。 为此，我们将民粹主义兴起的动因纳入分析中，进一步揭示民粹主义裹挟执政党决策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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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机制。
相关研究中通常将民粹主义分为由经济动因引起的左翼民粹主义和由文化动因引起的右翼民粹主

义。 我们分别将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受欢迎程度纳入基准模型中进行回归，得到的估计结

果见表 ５。 表 ５ 第（１）（２）栏的估计结果表明，仅仅由经济动因引起的民粹主义，会导致执政党提升贸易

壁垒（ － ０. １８２８ ＋ ０. ０５８８ × ５. ８１ ＞ ０），而由文化冲击引起的民粹主义对执政党贸易决策的影响不显著。
当然，两种动因可能会同时存在，为此，我们将两种民粹主义一起纳入回归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见第

（３）栏。 当两者同时纳入模型时，左翼民粹主义的活跃度依旧显著，而右翼民粹主义的活跃度并不显

著，这再一次证明左翼民粹主义更容易裹挟执政党，进而影响贸易政策选择，经济动因是影响贸易决策

的关键因素。

表 ５：引入民粹主义兴起动因的估计结果

（１）
Ｂａｒｒ

（２）
Ｂａｒｒ

（３）
Ｂａｒｒ

Ｉｄｅｏ１ －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０４５）
－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０４８）
－ ０． ０１６６∗∗∗

（０． ００５９）

Ｌｔａｐ － ０． １８２８∗

（０． ０９３２）
０． １９４０∗∗

（０． ０９４０）

Ｌｔａｐ × Ｉｄｅｏ１ ０． ０５８８∗∗

（０． ０２４８）
－ ０． ０６６３∗∗

（０． ０２５２）

Ｒｔａｐ － ０． ０５８０
（０． ２９９９）

－ ０． ２０８９
（０． ２８７５）

Ｒｔａｐ × Ｉｄｅｏ１ ０． ０１８０
（０． ０３８５）

０． ０４１６
（０． ０３７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７９ ２７９ ２７９
Ｒ２ ０． ７４７２ ０． ７３９６ ０． ７５０１

考虑到样本中由文化动因诱导的右翼民粹主义活跃程度高于左翼民粹主义，这是否意味着在这波

民粹主义浪潮中，右翼民粹主义对执政党选择贸易政策毫无作用？ 事实上，即便右翼民粹主义与贸易壁

垒之间并无直接关联，仍可以利用文化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来扭曲经济议题，把民族、国家问题从文化

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 一旦如此，即便一国大部分劳动者并未从贸易当中受损（即无严重的左翼民粹主

义表现时），也会导致贸易壁垒的抬高。 因此，虽然右翼民粹主义的统计意义上的作用不显著，并不意味

着它们在经济议题上不发挥作用，只是作用方式更加间接和隐蔽。

（二）禀赋条件对民粹主义作用机制的影响

为了回应经典国际贸易理论与贸易的政治经济理论中对资本—劳动比如何影响政党贸易政策选择

的相关解释，研究进一步检验了资本—劳动比是否会成为影响民粹主义裹挟执政党贸易决策的重要因

素。 借鉴汉森（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９）的做法，设置如下静态面板门槛模型：
Ｂａｒｒｉｔ ＝ ηｉ ＋ β′

１ ｘｉｔＩ（ｋｌ＿ａｄｉｔ ＜ γ） ＋ β′
２ ｘｉｔＩ ｋｌ＿ａｄｉｔ ＞ γ( ) ＋ αＴａｐ ＋ ｅｉｔ （２）

　 　 式（２）中 ｘｉｔ是政治偏好 Ｉｄｅｏ 与交互项 Ｉｄｅｏ × ｌｒｔａｐ 组成的向量矩阵，资本—劳动比（ｋｌ＿ａｄ）为门槛变

量，γ 为未知门槛，Ｉ（·）为指标函数，ηｉ ｉ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ｅ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杜特和密特拉（Ｄｕｔｔ ＆ Ｍｉｔｒａ， ２００５）在理论与实证上都证明了资本—劳动比会调整执政党在贸易政

策选择中的政治偏好：在资本富足型的国家，右翼政党上台后会更加支持贸易开放政策；而在劳动丰裕

的国家，右翼政党上台后则倾向于选择贸易保护。 本研究中的样本多数为资本富足的 ＯＥＣＤ 国家，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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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劳动比达到 １７８. ７８，远高于 ８４. １６ 的全球均值；同时，样本中资本—劳动比 １０％ 的分位数为

７１. １４，高出全球 ５０％分位数 ２６. １３，５％分位数水平才和全球 ５０％分位数接近。 因此，资本—劳动比这

一禀赋条件不具有明显变异性，其对政治偏好的调节作用在本研究的样本当中可以忽略。
但这一禀赋条件是否会通过影响民粹主义的兴起，进而影响执政党进行决策还需要进一步检验。

参照汉森（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９）的做法，可以根据回归得到的最小残差平方和来确定真实门槛值，测算出在不

引入控制变量时资本—劳动比的门槛值为 １６３. ７７，引入控制变量后门槛值变为 １７９. ０１８，且均未通过门

槛效应检验。 在不引入控制变量时门槛效应检验的 ｐ 值为 ６８％ ，引入控制变量之后 ｐ 值为 ５７％ ，皆显

示无充分概率拒绝“无门槛效应”的原假设。 这表明，资本—劳动比对本文所揭示的民粹主义—政治偏

好交互机制没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 因此可以推断，就样本覆盖的 ３１ 个欧洲国家而言，民粹主义裹挟

执政党贸易决策的机制并不会因一国资本—劳动比的变化而改变。

表 ６：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值 Ｆ 值 Ｐ 值 １０％显著性水平 ５％显著性水平

无控制变量 １６３． ７７ １６． １２９ ０． ６８ ３４． ７９ ４１． ２８５
有控制变量 １７９． ０１８ １４． ３６８ ０． ５７ ２９． ４１３ ３１． ５４１

　 　 注：ｐ 值与显著性临界值均为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抽样 ３００ 次得到的结果。

由于样本国家之间要素存在着跨国异质性，而每万名工业从业人员所拥有的资本存量（ｋｌ＿ａｄ）无法

反映这一异质性特征，这可能导致上述门槛效应的检验失效。 考虑到人力资本数量可以视为异质性劳

动的一种测度方式，因此可以借鉴霍尔和琼斯（Ｈａｌｌ ＆ Ｊｏｎｅｓ， １９９９）的做法，引入人力资本来调整资本—
劳动比，以此消除要素跨国异质性对检验结果产生的影响。 具体做法是，先用各国劳动力人数乘以

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９. １ 数据库中按霍尔和琼斯分段函数测算的人力资本的自然指数，得到利用人力资本调整

之后的劳动力总和①；然后以此为分母、物质资本为分子，计算出调整之后的资本—劳动比；最后将调整

之后的资本—劳动比带入模型（３）进行门限估计②。 调整后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７。 结果表明，无
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仍然无充分概率拒绝“无门槛效应”的原假设。 这说明在考虑要素的跨国异质性

之后，表 ６ 得到的分析结论仍然成立，民粹主义裹挟执政党的贸易决策不受禀赋条件制约。

表 ７：调整要素异质性之后的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值 Ｆ 值 Ｐ 值 １０％显著性水平 ５％显著性水平

无控制变量 ０． ５９７ １４． ６２ ０． ７１７ ３４． ３１７ ５０． ４４
有控制变量 ０． ４８３ １１． ３４ ０． ７１６７ ２７． ５９３ ３２． １３２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 ３１ 个国家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民粹主义兴起

会显著影响一国的贸易政策选择，民粹主义受欢迎程度越高，执政党越倾向于采取逆全球化操作，提升

贸易保护程度；民粹主义裹挟执政党进行贸易政策选择主要出现在右翼政党执政期间，对左翼政党执政

期间的作用不明显，当民粹主义的流行程度一旦达到 ２９％ ～３３％ ，扭曲作用变得显著；在 ２００８ 年以来发

—５５１—

·比较论坛· 冯国强 等：民粹主义如何影响执政党的贸易政策选择

①

②

具体计算公式为：Ｈ ＝ Ｌ × Ｇ，Ｇ ＝ ｅϕ（ ｓ） ，Ｈ 为调整后的劳动力数量，Ｇ 为人力资本权重，ｓ 为不同的教育年限，ϕ（ ｓ） 为人力资本指

数，也就是 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 ９. １ 数据库所用的霍尔和琼斯分段函数。ϕ（ ｓ） 计算公式如下：

　 　 　 ϕ（ ｓ） ＝
０． １３４ × ｓ ｉｆｓ ≤４
０． １３４ × ４ ＋ ０． １０１ × （ ｓ － ４） ｉｆ４ ＜ ｓ ≤８
０． １３４ × ４ ＋ ０． １０１ × （ ｓ － ４） ＋ ０． ０６８（ ｓ － ８） ｉｆｓ ＞ ８

{
我们还根据调整后的人均资本存量代入模型（１），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说明考虑要素跨国之间的异质性以后，仍不

改变本项研究的分析结论和推断。



达国家这一波民粹主义浪潮中，经济冲击带来的左翼民粹主义更容易裹挟执政党的贸易政策选择；民粹

主义裹挟贸易决策的机制并不会因一国资本—劳动比的变化而出现异质性特征，民粹主义与禀赋条件

之间彼此互相独立，共同作用于执政党的贸易政策选择。
本文印证了国内政治会影响贸易政策的观点（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２），并认为当政党利益最大

化与选票最大化发生冲突时，政党会为了争取更多选票而调整原有的政治偏好，这一规律在 ２００８ 年国

际金融危机以来民粹主义反弹后表现得更加明显。 这一结论打破了经典文献中对政党偏好所作的静态

假设（Ｄｕｔｔ ＆ Ｍｉｔｒａ，２００５；Ｇａｗａｎｄ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也发展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投票者理论（Ｗａ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当然，限于样本约束，研究仅关注了欧洲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对于北美、澳洲的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国家能否适用，仍然需要进一步讨论。
在对欧贸易中，我们应密切注意右翼政党执政期间的民粹主义动向，一旦出现政策和政党偏好偏离

的势头，需提前启动贸易风险防范机制，减少贸易损失。 还要留意民众对民粹主义的支持倾向和民粹主

义政党的发展变化，有效研判民粹主义裹挟执政党出台激进政策的可能性，提前适度防范。 此外，还应

关注受中东及阿富汗局势影响进入欧洲的难民数量、结构、迁移路线以及当地民众对移民和难民的态度

和回应，以更全面地理解欧洲民粹主义支持率的变化，以此为依据合理调整贸易策略，降低民粹主义对

我国对欧贸易的冲击程度，减少波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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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３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ｅｎｇ Ｇｕｏｑｉａｎｇ１， Ｓｕｎ Ｒｕｉ２ ＆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ｒａｎ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ｎｚｈｏｕ； 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ｙ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ａ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３１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９ ｔｏ ２０１７，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ａ ｔｗｏ － ｗａｙ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２００８．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ｒｅａｃｈｅｓ ２９％ ｔｏ ３３％ ，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
－ ｗ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ｄｅ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ｈ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ｗｉｎｇ ｒｕｌｉｎｇ ｐａｒ⁃
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 － ｗ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ｅｆｔ － ｗ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ｈｏｃｋ ｉｓ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ｃｏｅｒｃｅ 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ｔｏ ｍａｋｅ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ｋｉｄｎａｐｐ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ｓｈｏｗ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ｒａｔｉｏ， ｂｕｔ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Ｐａｒｔｙ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ｏ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责任编辑：王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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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论坛· 冯国强 等：民粹主义如何影响执政党的贸易政策选择


